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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 “包容性发展”概念的提出及流行，学界开始尝试将这
种包容性理念转化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所谓“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在此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任何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

建，除了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模式外，还必须努力寻找一定的本土

思想文化体系作为支撑，必须得到包括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作用对象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

的认同，否则其政策将因缺少本土文化思想的内在支持而处于无根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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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生思想之发生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衰落
所谓“共生”一般是指复数种类的生物在同一空间内或同一关系体系内共同生存的现象。

日本《广辞苑》中将“共生”解释为: 一起在共同的地方生活; 不同种类生物具有行动上、生
理上的联系，在一起生活的状态; 分为共利共生和单利共生; 寄生有时也被作为共生的一种。社
会领域内广义的“共生”通常包括 “人与自然的共生”、“异民族的共生”、“与残疾人共生”、
“与老年人共生”、“男女共生”、“与疾病共生”等。
在东亚思想发展演进的历史上，存在着比较丰富的共生思想，主要表现在: ( 1 ) 东亚传统

原典思想中的“共生思想”。早在中国春秋战国的 “原典时期”，即存在有许多关于 “共生”的
思想观点。如儒家的“和而不同”、墨家的“兼爱”，均表达出不同人群共生共处的思想。而道
家思想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命题，亦表现出人与自然共生并处的至
高境界。到宋代理学勃兴之时，更有张载 《正蒙》中所揭示的建基于宇宙论基础之上的天地人
“共生共处”思想: “天地之塞，吾其体; 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堪称是东
亚共生思想的典型表达。 ( 2 ) 佛教中的 “共生思想”。佛学经典提出了 “缘起世间相依相存”
和“众生平等”的观点，成为前工业社会共生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日本当代共生思想的代表
性人物黑川纪章即认为其共生思想理论，就是“把佛教的 ‘共存’和生物学的 ‘共栖’重叠组
合创造出来的概念”①。 ( 3) 基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而界定的 “共生”观。从哲学社会科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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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共生问题的主要有共生社会学、共生政治学、共生哲学等。如从社会学研究视角出发的
“共生社会”的研究，将社会分化的具体情形与共生思想结合起来，重点探讨分化中的社会强势
阶层与弱势阶层、“胜组”和“败组”如何在同一社会共同体内相处的问题。共生政治学则强调
“我们所说的‘共生’，是向异质者开放的社会结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
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积极地建立起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结

合。”同时，共生哲学的相关著述也层出不穷。如 1993 年以来，日本学者花崎皋平的 《主体性
与共生的哲学》、尾关周二的《共生的理想》，中国学者胡守钧的 《社会共生论》等。这些著作
重点探讨了共生哲学存在的可能性及其学科体系的基本理论。
通过共生思想谱系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 共生思想体系奠基于古代，作为传统社会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共生思想所提出的核心追问，实际上是 “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社会变迁相
对缓慢的前工业社会，共生思想为调解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人类步入现代社会，共生思想则逐渐开始走向衰落，这主要是因为: 第

一，与前工业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人类开始处于高度竞争关系之中，生

存斗争成为国家、群体乃至个人的主线。尤其是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近代以来，由欧美列强压
迫所导致的种族危机，使得“救亡主义”始终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救亡主义赋予了社会达
尔文主义以较强的合法性。虽然在人们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学说乃是一种野蛮的学
问，但却仍承认“当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
非竞争何以有进步?”① 研究达尔文主义与中国关系的美国学者浦嘉珉认为 “达尔文在方方面面
都被中国化了。包括道家达尔文主义、儒家达尔文主义、法家达尔文主义乃至佛教达尔文主义。
而许多中国人的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上述那些达尔文主义的综合体”②。正是在这种强调优胜劣
汰的思想的直接作用下，共生思想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第二，市场经济和“发展主义”的影响。现代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发展主义是压抑共生思

想的又一重要因素。诚如卡尔·波兰尼在 《大转型》中所言: 与前工业时代 “市场”嵌入社会
不同，19 世纪以来，这个有机结构被打破，市场经济离开了社会。“市场体系快速地发展着，它
吞没了空间和时间，当它在 1914 年左右达到自己的极限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现有的
居民还是尚未出生的后代，无论生理意义上的个人还是所谓公司这样的巨大虚构体，都被包含在

这个体系内了。与此同时，同步的反向运动也在进行中。它不只是社会临时的一般防御行为; 更
是对损害社会组织的那种混乱的反抗。”③ 在波氏看来，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深度地渗透到
整个社会体系内，才导致人类社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这种强调竞争的市场社会原理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上，主要表现为发展主义。这里

所说的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 “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
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
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 ( dependent development) 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
( developmental state) 等等”④。发展主义背景下的发展模式往往表现为 “压缩式发展”，即在时
间上的“压缩”，“我们是一个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西方在 200
多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在这里正在用 50 年或更少的时间来完成，所有这一切统统塞进
一个极其紧迫的时间框架内，因此必然会出现错位和功能紊乱”⑤。正是在上述思想和思潮的压
迫之下，竞争思想和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成为思想主潮，共生思想则必然屈居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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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思潮。

二、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之间的亲和关系
将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发展的话语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比较密

切的亲和关系。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的概念体系中， “社会包容”的反义词是 “社会排斥”。
众所周知，社会排斥概念最早出现于法国。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一些政治家、活动家、官员、
新闻记者和学者经常在意识形态上模糊地提到穷人是 “受排斥者”。后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
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并逐渐在社会上流行。“社会排斥”理论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
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

上。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解释说: “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
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①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
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包容”实际上就是要消除各种形式的 “社会排斥”，使绝大多数的人群共享
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故对“社会排斥”的解说必定有助于我们对 “社会包容”的深入理解。
作为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理论分析框架的确立，主要是从公民身份和

社会权利的视角展开其学理论证的。从社会权利的观点看来，公民身份最重要的成分包括公民
权、政治权和社会权，这里所说的 “社会权”是指一系列从少数经济福利及保障到充分分享社
会传统与社会呈现出的文明生活标准的权利。在此框架下，个人与国家间的责任是相互的，“个
人对国家的责任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勤奋工作，社会的责任是为个人提供维持文明生活水准的

手段，而单单让个人在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中尽力挣到工资是不算尽到责任的”②。基于上述逻辑，
公民享受国家的政策保障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社会权利论证的思路不同，非西方社会往往不是通过社会权利理论去论证

包容性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而更多地是从共生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故在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的
进程中，我们在积极借鉴西方社会权利理论的同时，还应努力激活东亚传统的共生思想，以为包

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 一) 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的基本原则

一般说来，东亚共生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可浓缩概括为 “仁”的理念、“共”的智
慧以及“人与自然共生”等思想，尤其是关于分化社会状态下贫富强弱双方 “共存”、“共栖”、
“共生”思想智慧，较为丰富。《易传·序卦》里详尽地阐释了天地万物与人的共生关系: “有天
地，然后万物生，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从根本上说，天地、万物和人类不仅是共生的，而且
这种共生还是历时性的过程。在现实社会中，对社会共生构成最大挑战的是分化问题。对此，汉
代董仲舒给出的社会调节术是: “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
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 《春秋繁露·度制》) 。而唐太宗李世民
则把“重民”问题提到了 “君道”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提出 “君民相依论”，认为 “舟所以
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 。“君依于国，
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 ( 《资治通鉴》，卷一九
二) 。从上面这两段话看，李世民认为 “君”与 “民”以国为媒介，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
系。虽然阐述的更多是一种政治性交换共生，但仍可发现其共生思想的智慧。
与古代社会较为低下的财富创造能力和简单的社会构成不同，现代社会条件下不同阶层之间

“社会共生”之实现更为复杂。在日本学者山口定的笔下，现代竞争社会的共生法则可表述为:
第一，在我们现今的竞争社会中，必须是对生存方式本身的自我变革之决心的表白。因为在竞争

77

①
②
唐钧: 《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 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江苏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英］ 霍布豪斯: 《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83 页。



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1 期 田毅鹏: 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

关系中，站在优势一方者虽然也说共生，但若没有相当的自我牺牲的觉悟的话，就不会得到弱者

的信赖。第二，不是强求遵从现成的共同体的价值观，或是片面强调 “和谐”与 “协调”而把
社会关系导向同质化方向，而必须是在承认种种异质者的 “共存”的基础上，旨在树立新的结
合关系的哲学。第三，它不是相互依靠，而必须是以与独立保持紧张关系为内容的。第四，是依
据“平等”与“公正”的原理而被内在地抑制的。第五，必须受到 “透明的公开的决策过程的
制度保障”的支撑①。上述共生思想原则对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原则具有重要的启示。
( 二) 弱势关怀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核心

虽然共生思想关涉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其核心关注却主要表现为一种弱势关怀

取向。近代以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风行的背景下，人类始终处于高度竞争的社会之中，为生存
竞争而疲于奔命。作为一种社会运行逻辑，优胜劣汰被赋予天然的合理性，社会由此失去了包容
性。作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共生思想所揭示的是以弱势关怀为主题的人类社会各阶层之
间的和谐共生之理。
( 1) 弱势关怀之出发点。无论是缓慢发展的前工业社会还是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其社会

产生贫富强弱分化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直接后果将导致社会的失衡。“所谓失衡社会是指，
在一个社会中，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 ( 包括获得的公共资源) 占社会总资

源的比例远高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另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 ( 包括获得

的公共资源) 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低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② 故共生思想的出发点必定是
弱势关怀。在社会剧烈分化的状态下，共生思想关注的是那些处于边缘的受惠较少的人群，并努
力将其纳入到社会共同体之中。
( 2) 弱势群体的组织依托。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其之所以被置于弱势，不仅仅是基于财富

占有的多寡，同时还包括其社会联结和社会资本的状态。在克服过激竞争的社会中，为使弱者获
得自立和公平的权利，弱势群体 “参与某些共同和共同体是不可或缺的。在实现社会弱者与强
者共生关系的场合，由弱者结成的共同或共同体的抵抗力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共生理念就可能
成为隐蔽压抑和支配关系的意识形态”③。
( 3) 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日本学者井上达夫认为，共生伦理的核心是正义，实现正义的方

式是不同群体间的“对话”。他在《共生的做法》一书中指出: “对话是异质的各个人既保持异
质性，又相互结合的基本形式。……即使是在对方的存在理由与己根本对立的紧张关系中，主体
之间也能进行对话。尽管有时讨论会以各不相让告终，但对话这样的努力本身就能够促成对立的
主体间的共生。”④ 由此，复活地域公共生活便显得格外重要。
( 4) 以关怀弱势为主旨的包容性社会政策并不是要造成一个均等的社会。因为所谓共生，

不是简单的均等共生，而是差异性共生，不能因共生追求而完全划一。“社会共生论主张每个人
皆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是并不保证每个人成功。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竞争以及环境
所给的机会。共生论反对不公平的竞争 ( 如垄断竞争) ，提倡合法竞争。合法公平的竞争，人人
机会均等，因此也是共生态。”⑤ 其中，贫富之间要展开必要的交流和交换。共生思想不仅仅被
理解为一种异质物的共存，而且二者之间还必须发生交往和交换关系。
( 三) 以共生思想反思批判发展主义

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变。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东
亚长期受“发展主义”影响。作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包容性社会的特质主要表现在:

87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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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达尔文主义式的极端竞争，强调共生。近年来，在东亚社会，共生思想和包容性社会政策成
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人们希冀通过此建构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而且，“共生思想”所揭示的
和谐理念亦为政府及社会各界所接受。2005 年 6 月 29 日，日本政府发布了 《共生社会促进政策
研究会报告书》，对共生社会构建的理论及其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学术界则围绕着 “格
差社会”问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研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对格差社会背景下社会分化的激烈
批判。2006 年，日本学者神野直彦和宫本太郎出版 《脱格差社会战略》一书，提出: 应改变小
泉改革所尊奉的“不安和竞争的社会观”，而代之以 “安心和连带的社会观”，那种一旦错过了
机会便无法重新选择的 “单向通行型社会”是一种典型的 “非合理社会”①。共生思想作为一种
抗拒极端竞争的理念而发挥作用。当然，共生思想对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影响也不仅仅局
限于社会领域，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共生以及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期待。

三、走向 “包容性社会”
以共生思想与包容性社会政策作用于东亚当下社会运行进程之中，我们会发现，共生思想和

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的目标均直指 “包容性社会”构建。无论是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还是
日渐走向富有而僵化的日本社会，建设包容性社会这一话题的提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对
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当“排他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社会已经演变成
排他性或者封闭性社会，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分化性社会。排他性增长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
排他性增长表明一些社会群体垄断经济发展过程，独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而被排挤出经济

发展过程的社会群体，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甚微，甚至没有。这样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社会分
化，即一些社会群体越来越富，另外一些群体越来越贫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各社
会群体之间的冲突”②。
当然，借助传统的共生思想，通过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的建构，进而实现包容性社会的理想

社会建设目标，必定要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

首先，作为一种抗拒达尔文主义式竞争的温和的社会团结理论，东亚的共生思想固然对其社

会的秩序和谐以及阶层之间的团结共处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必须看到，东亚历史上的共生思想
多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交换主义的工具性取向。这在 “阳儒阴法”的传统思想结构体系中表现的
较为充分，如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从 “性恶论”和 “自为论”出发所提出的社会福利观，强
调“贫富分化合理论”、 “反济贫论”和 “反足民论”等观点，其思想主张总体的特点是强调
“利害关系”和“竞争”，认为有些人的贫穷是因其个人的懒惰或奢侈造成的，而富有则是勤俭
的产物。反对国家以“仁爱”理论为指导，不主张对百姓实施 “养生丧死”、“济贫足民”的社
会福利政策。认为君主“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
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 《韩非子·显学》) 。而制度化儒家在论证贫富共生思想时，也往往带
有浓厚的维护王朝秩序的 “秩序情节”。故我们在从传统思想体系中借取这些思想资源时，应时
刻保持应有的警惕，要努力通过社会理论 “批判意识”的释放，为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提供植
根于本土、面向弱势群体的价值关怀，并努力使之与现代社会权利思想相结合，以实现必要的转
化。
其次，包容性社会的构建还面临社会原子化、流动化等社会基础秩序变动的挑战。世纪交替

之际的东亚，共生主义在社区发展、福利体系构建、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实践中业已产生了重大影
响。如果我们承认“共生社会”构建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是 “强者”和 “弱者”的关系问题，那
么，就会发现，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昔日建立在熟人关系基础上的共同体逐渐走向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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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现实社会秩序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传统社会解体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严重的分化过程。
为防止社会走向原子化，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人类建立起新的“社会联结”。
再次，在利用传统共生思想资源构建共生社会的进程中，要注意在 “思想资源”与 “制度

建构”之间建立起必要的联结，以防止二者之间的脱节。如我们从分配的视角来探讨包容性社
会政策体系构建问题，会发现在中国目前的三种分配模式中，由 “市场调节的工资待遇等初次
分配，存在差距扩大化与某些不公的问题; 政府调节的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存在覆盖面不足与

力度不够的问题。慈善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可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①。在这一
意义上，第三次分配是克服第一次、第二次分配弊端的重要社会分配方式，是托起社会的第三只
手。故共生社会构建不能止于思想启蒙，而应加强制度建设。
循着上述的分析思路，我们回视传统，会看到: 儒家思想中并不缺少 “公”的观念与价值，

相反地，其对此是非常强调的，诸如“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但其问题在
于此种至高的“大公”理念却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这主要是因为，儒家伦理的某些特征和内
涵，如“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等，使中国人的慈善意识固化在特定的框架内，并在一定程度
上制约了中国人的现代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而 1949 年以来单位体制下 “社会动员”式的慈善
行动则对民间慈善意识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遏制。在 “公”的体制下，人们崇尚的道德观念是
“大公无私”、“以公灭私”、“存公去私”、以义为公，以利为私，致使公私关系长期处于不共戴
天的对立紧张状态，其结果压抑了 “公” ( 官) 以外的社会 “助”的力量的发展，直接导致
“助”的体系走向单一化，没有形成多元的、现代的“助”的主体。由此，我们在利用传统共生
思想资源构建共生社会的进程中，要注意 “思想资源”与 “制度建构”之间的必要联结，打破
过去“奉公灭私”传统或现在 “灭公奉私”风气二元对立的格局，而创造出一种 “活私开公”
的新气象，从个体“私”的行为中开出新的公共性。即是将个体的自我实现这一 “私的动机”
与对弱者的关怀救助结合起来，在“活私开公”中奠定新公共性的基础，并进而实现制度创新。

( 责任编辑: 薛立勇)

Philosophy of Symbio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Social Policies System

Tian Yipeng

Abstract:Recently， with the appearance and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 inclusive development ，
the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by the academic field to apply this concept in the design of a series of
policies， which lead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 － called  inclusive social policy system .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we could take the relevant theories and
experience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 re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inclusive social
policy system， and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relevant lo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ystem to
support the theory， and get the identification of all the members in a society including policy designer and
target object. Otherwise， the policy could not root and sprout in the countr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first analyzed the traditional genealogy of philosophy of symbiosis and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in East
Asia， and then discusse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clusive social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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